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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提升企业绩效的政策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 

为准自然实验的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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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一体化通过资源共享、市场共建、产业共兴、政策共商等路径改善企业的内部生产条件和外部

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 1996—2013 年

沪苏浙皖的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将企业所在城市是否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 PSM-DID

方法分析区域一体化影响企业绩效的政策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区域一体化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稳健趋于强化的

促进作用,且后期加入企业具有较强的预期效应;区域一体化对多数行业的企业绩效具有提升作用,但对少数行业的

企业绩效有不利影响;区域一体化前期对规模较大企业的绩效提升更显著,而后期对规模较小企业的绩效提升更显

著;入会城市距离核心城市上海越远,区域一体化提升企业绩效的政策效应越弱。在发挥区域一体化提升企业绩效的

积极作用时,应注意政策效应的多样化和多变化,尽量平衡各地区和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的政策效应差异;同时,应实

施多层次区域一体化战略,弱化城市距离对区域一体化政策效应的消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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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因而，在新发展阶段，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实现高质量的协调充分发展。区域一体化发展是实现协

调发展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路径。近年来，我国经济基础较好、资源禀赋较优的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等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三大世界级城市群。其中，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地

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

重的战略地位[1]。为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2019年 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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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也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并要为全国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示范。 

实际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由来已久，各级地方政府和经济主体也积极推动和参与。其中，“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

成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于 1997年，其前身是 1992年建立的长江三角洲 15个城市

协作部门主任联席会议制度。“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之初包括上海、无锡、宁波、舟山、苏州、扬州、杭州、绍兴、

南京、南通、常州、湖州、嘉兴、镇江、泰州等 15个城市;2003年 8月第 1次扩容，台州加入;2010年 3月第 2次扩容，合肥、

盐城、马鞍山、金华、淮安、衢州等 6个城市加入;2013年 4月第 3次扩容，徐州、芜湖、滁州、淮南、丽水、温州、宿迁、连

云港等 8 个城市加入;2018 年 4 月第 4 次扩容，铜陵、安庆、池州、宣城等 4 个城市加入;2019 年 10 月第 5 次扩容，黄山、蚌

埠、六安、淮北、宿州、亳州、阜阳等 7 个城市加入。作为一个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目前已覆盖

沪苏浙皖一市三省的全部地级以上城市，其不断扩容和升级的发展历程也为研究区域一体化的政策效应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和素

材。 

深入研究区域一体化的经济社会效应，明确相关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机制和路径，有利于进一步的政策优化和机制完善，

进而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提质升级。随着区域一体化理论和实践的日益丰富，关于区域一体化政策效应的研究也不断深化。

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例，研究发现:区域一体化可以提高地区劳动生产率并降低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张学良等，2017)
[2]
，提

高就业水平并促进就业均衡(王晓芳等，2018)[3]，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张跃，2020)[4]，优化生态环境(贺祥民等，2016;张可，2019;

胡艳等，2020)[5-7]，促进企业出口(强永昌等，2020)[8]，等等。总体上看，在经验分析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国家层面和城市

层面的宏观或中观数据分析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然而基于企业微观层面的研究还很少见，尤其缺乏关于区域一

体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同时，相关研究大多单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或双重差分(DID)等因果推断方法进行区域一体

化的政策效应评估，而这两种方法各具优势:前者的优势在于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者的优势在于精细化考察。目前，综合运用这

两种方法进行政策效应评估的文献还不多。 

有鉴于此，本文在理论机制探讨的基础上，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将企业所

在城市是否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PSM-DID)分析区域一体化对企业经营

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细致考察该政策影响的时间动态效应、行业异质性以及调节效应等，以期形成更加多样化更有针对性的

研究成果，进而为长三角及全国实现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思路 

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本质就是要减少和消除区域内部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障碍，促进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效率提升，进而

优化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在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实现帕累托改进。区域一体化通常会形成“城市群经济”，经济活动

的空间集聚可以通过共享中间投入品和基础设施、技术溢出及干中学等路径提高城市群经济效率(Fujita et al,2005)[9]，并带

来外部正效应。区域一体化对企业发展的正外部效应，宏观上主要表现为要素与产品市场的效率增进以及产业协同发展和营商

环境优化等。具体来讲，区域一体化可以通过资源共享、市场共建、产业共兴、政策共商等路径改善企业的内部生产条件和外

部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第一，资源共享。目前，中国在消除资源错配以规避效率损失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Hsieh et al,2009)[10]。区域一体

化打破了要素领域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能够促进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合理流动，有效降低生产领

域资源需求端(企业)和资源供给端(要素拥有者)之间搜寻和匹配的成本，实现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区域一体化还能带来产

业集聚效应(Duranton et al,2004)[11]，有利于促进要素资源的集聚和配置效率提升，进而矫正资源错配，增进企业生产效率，

实现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 

第二，市场共建。市场扩大引致的规模经济效应可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并提高其盈利水平(Krugman,1980)
[12]
。区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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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打破了产品领域的行政壁垒和流通障碍，能够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更大规模市场的形成，可以强化规模经济效应，

加快研发、生产、管理、营销等技术外溢，推动产品质量和结构升级，提升企业产品竞争力和经营绩效。 

第三，产业共兴。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基于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空间布局也将持续演进。区域一体化将整合各

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统一制定适合各地区产业发展的区域产业政策，实施差异化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内各地

区之间进行专业化分工和上下游产业联动。以长三角为例，上海要积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有序疏解一般制造等功能，江苏

拥有制造业发达、开放程度高等优势，浙江城市拥有数字经济领先、民营经济发达等优势，后期进入长三角的安徽城市则拥有

制造特色鲜明、内陆腹地广阔等优势。区域内各地区的产业互补和融合发展有利于生产网络的构建与升级，也有利于企业的合

作共赢，进而促进企业整体绩效的持续提升。 

第四，政策共商。实施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将赋予地方政府新的身份，这种身份治理有利于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减

少区域内部的行政性壁垒，提高各地政策的协调性(陈喜强等，2017)[13]。如“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以来，在联动执法、

信息互通、标准互认等市场一体化建设方面不断推进。自 2018年 11月到 2020年 10月，就推出实施了 69项制度创新，签署了

132 个合作协议，建设了 67 个合作平台，制定了 56 项规划和相关的政策等[14];在“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

等商事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特别是核心城市上海依托自贸试验区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创新，

在带动区域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起到了示范效应并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1。营商环境的优化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营环

境，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有利于企业经营绩效提升。 

综上所述，区域一体化在促进地区间合作交流的同时，会为企业发展塑造新优势，提供新动能，培育新市场，并完善营商

环境，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企业绩效提升。但是，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相关政策影响的领域和行为

主体是逐渐扩展的，政策强度和执行力度也是逐渐强化的，因而，对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主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区域一体

化的政策效应是不同的。起步于 20世纪后期的长三角一体化，从区域性发展策略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政策覆盖面不断拓宽，

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增强，政策效应必然是多样化、动态化的，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具体到“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政策效应的多样化可能主要来自以下方面:一是时间上的动态变化。

由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时间长，其政策效应不可避免地存在时变性;同时，由于其扩容式发展可能导致政策效应在

不同时间入会城市的企业之间也存在差异。二是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异性。比如行业差异，区域一体化发展要凸显区域比较优势，

其政策支持通常倾向于优势行业或发展潜力较大的行业，因而对于不同行业的企业具有不同的政策效应;再如企业规模差异，一

方面，区域一体化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支持可能存在差异且可能发生阶段性变化，另一方面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也可能带来

聚集效应与扩展效应的转换，进而使区域一体化对不同规模的企业产生差异化的政策效应并具有时变性。三是与核心城市距离

的影响。“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之初是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进一步

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由于距离是影响企业间经济联系以及扩散(辐射)效应的关键变量之一，因而入会城市与核心城市上

海距离的不同也可能带来政策效应的差异。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实证检验长三角企业所在城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在总体平均效

应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该政策效应可能存在的多样性:一是在时间上的动态效应，包括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后

政策效应随时间的变化和不同时点加入的差异;二是行业上的异质性，探究区域一体化提升企业绩效的政策效应在不同行业间是

否存在差异以及存在怎样的差异;三是企业规模和与核心城市距离的调节效应，检验企业规模的大小和与上海距离的远近是否会

导致区域一体化提升企业绩效政策效应的不同。 

三、研究方法与样本匹配 

1．实证检验方法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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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说，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城市并非随机的，加入城市的企业与未加入城市的企业可能存在较大的异质

性，而这些异质性也可能带来企业经营绩效的差异。为克服由样本自选择偏误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用 PSM-DID 方法来评

估加入区域一体化组织对企业绩效的因果效应。PSM-DID 方法的主要思想是，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构造有效的实验组

与对照组样本，再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进行政策(行为)效应评估。 

PSM方法基于样本数据针对是否进入实验组的二元虚拟变量与其影响因素(匹配变量)进行二值选择回归，由此得到每一个观

测样本的倾向得分值(Propensity Score)，进而根据倾向得分情况可以为实验组匹配特征最为相似的对照组[15-16]。该方法本质上

是通过由多个维度聚焦到一个维度的综合考量，把观测样本合理地划分实验组和对照组。通过 PSM 方法匹配后得到与实验组对

应的对照组后，进一步建立计量模型进行 DID分析，可以对处理效应进行细致分析。DID方法要求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在政策(行

为)实施之前存在共同趋势，而采用 PSM方法筛选得到的基本特征较为相似的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能够较好地满足共同趋势条

件。 

本文把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将加入该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城市的企业作为实验组样本，未

加入的城市的企业作为对照组样本，并运用 PSM 方法对其进行筛选，再采用 DID 方法对筛选出的样本进行政策效应检验。考虑

到样本企业数量较多，且不同年份之间差异较大，本文在控制城市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 PooledOLS 估计，计量模型构

建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 ROEijt为“企业绩效”，表示城市 i 辖域内的企业 j 在年份 t 的经营绩效，采用净资产收益率(利润总额

÷所有者权益)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 CSJit为“区域一体化”，表示城市 i在 t年是否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二元虚

拟变量，实验组样本取值为 1，对照组样本取值中 02，其系数 β1 反映了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对企业绩效的净效

应;Controlijt为控制变量集合，表示城市 i的企业 j在年份 t的影响其生产经营绩效的主要特征变量，包括“企业规模”“资本

密集度”“企业年龄”“负债率”“资产结构”“盈利能力”“融资约束”3;λi 和 μt 分别为不可观测的城市效应和时间效

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实证分析的数据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由于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的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截止时间为 2013

年，本文以 1996—2013年的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的制造业企业为初始样本，参考聂辉华等(2012)的做法[17]，对主要指标的

异常情况按照以下标准进行剔除:销售额、职工人数、总资产或固定资产净值缺失，职工人数少于 8，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总

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销售额低于 500万元，实收资本小于或等于 0。由于在样本期间，“长三角城

市经济协调会”在 1997年成立后，分别于 2003和 2010年有 2次扩容，为检验在不同时间加入的政策效应是否存在差异，进一

步将整体样本划分为“第一批城市”“第一次扩容”和“第二次扩容”三个样本，并用“区域一体化 1”“区域一体化 2”“区

域一体化 3”分别表示企业所在城市是否为“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一批城市、第一次扩容城市和第二次扩容城市的虚拟变

量。表 1为初始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初始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样本量为 1 190 444)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绩效 -0.0001 0.2268 -0.7428 0.8693 

区域一体化 0.7306 0.4436 0 1 

区域一体化 1 0.6655 0.4717 0 1 

区域一体化 2 0.0325 0.1773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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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 3 0.0326 0.1774 0 1 

企业规模 10.0192 1.2996 7.9621 12.6724 

资本密集度 5.1415 0.9776 3.4285 7.0649 

企业年龄 2.0516 0.6874 0.6931 3.3322 

负债率 0.6461 0.2776 0.1575 1.2578 

资产结构 0.2964 0.1867 0.0366 0.6947 

盈利能力 0.0357 0.0488 -0.0608 0.1499 

融资约束 0.0133 0.0164 0 0.0597 

 

2．样本匹配 

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成员城市的扩容路径来看，总体上是以上海为核心按照城市能级顺次扩容。地理空间上遵从

“由近及远”的规律，即先包括江苏和浙江的部分城市，然后再逐渐吸收苏北、浙西及安徽的城市入会。因此，“长三角城市

经济协调会”在城市选择上表现出“中心-外围”的特点，第一批城市包括上海及江苏和浙江省域内最具经济活力的苏锡常、杭

嘉湖等城市，第一次和第二次扩容则基本上按照城市效率优先的原则进行吸纳。企业绩效是直接体现城市能级的微观证据，因

而影响企业绩效的特征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影响其所在城市是否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先行因素。因此，本文在

进行 PSM时选用前述的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变量，采用最近邻匹配法，并按照 1﹕1的比例进行匹配。图 1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样本

在匹配前后的核密度(Kdensity)图，匹配前实验组与对照组样本的倾向得分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匹配后则较为接近，表明匹配

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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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样本 PSM匹配前后核密度图对比 

表 2 是针对第一批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样本匹配前后的平衡性检验结果。样本匹配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匹配变

量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匹配后各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大幅减少，最大偏差只有 3.1%。可见，通过 PSM 法进行样本匹配后，实验组

和对照组样本的数据得到了均衡，有效解决了两组样本的个体特征差异问题(Rosenbaum et al,1985)[15]。针对“长三角城市经

济协调会”第一次和第二次扩容的样本，图 2 更为直观地展示了平衡性检验结果，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的数据同样更加

均衡。 

表 2样本 PSM匹配前后的平衡性检验 

匹配变量 样本 
平均值 标准偏差 

% 实验组 对照组 

企业规模 匹配前 10.085 9.8153 21.0 

 匹配后 10.085 10.085 -0.0 

资本密集度 匹配前 5.248 4.9512 30.9 

 匹配后 5.248 5.2402 0.8 

企业年龄 匹配前 2.082 1.9773 15.1 

 匹配后 2.082 2.0861 -0.6 

负债率 匹配前 0.6685 0.6135 19.9 

 匹配后 0.6685 0.6772 -3.1 

资产结构 匹配前 0.2771 0.3353 -31.1 

 匹配后 0.2771 0.2738 1.8 

盈利能力 匹配前 0.0328 0.0401 -14.9 

 匹配后 0.0328 0.0331 -0.3 

融资约束 匹配前 0.0130 0.0144 -8.3 

 匹配后 0.0130 0.013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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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样本 PSM匹配前后各变量的标准化偏差 

四、政策效应检验结果 

1．基准回归分析 

表 3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针对整体样本，模型(2)(3)(4)分别针对“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第一批

城市”“第一次扩容城市”“第二次扩容城市”。模型(1)中的实验组样本企业受到政策影响的时间节点不一致(存在 3 个政策

时点)，因而采用多期 DID方法分析;模型(2)(3)(4)中的实验组样本企业受到政策影响的时间节点相同，采用传统 DID方法分析。

从基准回归结果来看，在引入各控制变量并通过控制城市效应和时间效应缓解遗漏变量偏误问题的情况下，“区域一体化”的

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所在城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从“区域一体化”回归系

数的大小来看，第一次扩容的政策效应最大，第二次扩容样本的政策效应最小，可能的原因是:在长三角一体化先行先试的过程

中，一些影响资源配置的制度性问题逐渐得到破解，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红利逐渐显现，“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一次扩

容的城市获得了良好的后发优势，对其辖域内企业绩效产生了更为显著的促进效应。然而，区域联动发展还存在不平衡的问题，

“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二批扩容的苏北、浙西和安徽的城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通过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促进

企业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障碍，致使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对其企业绩效的促进效应相对较弱。另外，各控制变量的

回归系数与理论预期及相关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可信。 

表 3基准回归分析 

 整体样本 第一批城市 第一次扩容 第二次扩容 

变量 (1) (2) (3) (4) 

区域一体化 
0.0201*** 

 (10.71) 

0.0212*** 

 (5.35) 

0.0450*** 

 (19.48) 

0.0111*** 

(6.91) 

企业规模 
-0.0083*** 

 (-39.80) 

-0.0111*** 

 (-55.01) 

-0.0208*** 

 (-54.81) 

-0.0234*** 

 (-57.03) 

资本密集度 
-0.0305*** 

 (-105.41) 

-0.0313*** 

 (-118.56) 

-0.0416*** 

 (-85.90) 

-0.0426*** 

(-83.48) 

企业年龄 
-0.0083*** 

 (-28.78) 

-0.0049*** 

 (-18.04) 

0.0026*** 

 (5.54) 

0.0082*** 

 (15.98) 

负债率 
0.2932*** 

 (341.15) 

0.3061*** 

 (386.77) 

0.3225*** 

 (228.50) 

0.3231*** 

(218.64) 

资产结构 
0.0002 

(0.19) 

0.0205*** 

 (19.63) 

0.0184*** 

(9.98) 

0.0353*** 

 (18.56) 

盈利能力 
2.7101*** 

 (611.04) 

2.7549*** 

 (693.08) 

3.0535*** 

 (392.48) 

3.1164*** 

 (388.09) 

融资约束 
-1.3181*** 

(-96.06) 

-1.3353*** 

 (-106.76) 

-1.2500*** 

 (-55.50) 

-1.2164*** 

 (-51.03)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检验 6537.30[0.0000] 8019.69[0.0000] 3397.72[0.0000] 3328.96[0.0000] 

R2 0.3460 0.3522 0.3652 0.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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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数量 1131139 1062313 342570 327005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中的数值为 t统计量值;[]中的数值为伴随概率 p值，下表同。 

2．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虚拟政策实施时间进行反事实检验，进而验证基准分析结论的稳健性。假设企业所在城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

协调会”的政策实施时间为 1997年
4
，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区域一体化”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可以排除加入“长三角

城市经济协调会”之外的其他因素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可能性，从而表明本文分析的区域一体化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因果效应

具有稳健性。接下来，针对第一次扩容和第二次扩容样本，进一步在 1998年至扩容前 1年的时间跨度内，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

选取虚拟政策实施时间进行反事实检验。图 3 展示了基于有放回随机抽样(Bootstrap)方法(n=500)得到的“区域一体化”的回

归系数、p值及其分布情况，回归系数总体上也不显著(p值<5%的频数占随机抽样 500次的比重远低于 95%)5。因此，总体上看，

所在城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有利于企业绩效提升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 4整体样本稳健性(反事实)检验 

变量 
反事实分析（虚拟政策实施时间:1997年） 

整体样本 第一批城市 第一次扩容 第二次扩容 

区域一体化 
-0.0085 

(-1.59) 

0.0071 

(0.98) 

0.0230 

(0.85) 

0.0030 

(0.2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和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检验 5978.45[0.0000] 73.77[0.0000] 352.67[0.0000] 1569.20[0.0000] 

R
2
 0.3550 0.2587 0.2491 0.3313 

样本数量 738734 10410 76136 229,595 

 

 

图 3“第一次扩容”和“第二次扩容”样本的反事实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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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检验 

使用 DID 方法进行政策效应评估，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基准回归得到“区域一体化”正向影响“企

业绩效”的结论，从总体上考察了政策的平均效应，但细化到每一年份的动态效应还是一个尚未打开的“黑箱”。为进行平行

趋势假设检验，并更加细致地考察区域一体化影响企业绩效的动态效应，引入年份虚拟变量与实验组样本的交互项“区域一体

化 i”6，替代基准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区域一体化”进行回归分析，基于整体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 5。从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来

看:“区域一体化i”(i<2011)的回归系数绝大多数不显著，表明在整体样本完全受到政策影响的 2011年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

的样本企业绩效没有显著的差异，通过了平行趋势假设检验。从动态效应回归结果来看:“区域一体化 2008”“区域一体化

2009”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其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政策效应逐渐显现;“区域一体化

2011”“区域一体化 2012”“区域一体化2013”的回归系数逐渐增大且显著性逐渐增强，表明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

对企业绩效提升具有持续强化的促进效应。 

表 5整体样本的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检验 

变量 区域一体化 1996 区域一体化 1998 区域一体化 1999 区域一体化 2000 区域一体化 2001 

回归系数 
-0.0044 

(-0.49) 

0.0025 

(0.37) 

0.0041 

(0.60) 

-0.0022 

(-0.32) 

0.0011 

(0.16) 

变量 区域一体化 2002 区域一体化 2003 区域一体化 2004 区域一体化 2005 区域一体化 2006 

回归系数 
-0.0059 

(-0.86) 

-0.0065 

(-0.96) 

0.0097 

(1.45) 

-0.0018 

(-0.28) 

-0.0006 

(-0.09) 

变量 区域一体化 2007 区域一体化 2008 区域一体化 2009 区域一体化 2010 区域一体化 2011 

回归系数 
0.0057 

(0.87) 

0.0305*** 

(4.68) 

0.0261*** 

(3.98) 

-0.0091 

(-1.38) 

0.0348*** 

(5.29) 

变量 区域一体化 2012 区域一体化 2013 F检验 R2 样本数量 

回归系数 
0.0411*** 

(6.26) 

0.0477*** 

(7.28) 

7187.63 

[0.0000] 
0.3587 113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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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第一批城市”“第一次扩容”“第二次扩容”样本的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检验 

进一步对“第一批城市”“第一次扩容”和“第二次扩容”三个样本进行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检验，将“区域一体化 i”的

回归系数绘制成二维图(见图 4)。从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来看:“第一批城市”和“第一次扩容”样本中，“区域一体化 i”的回

归系数在政策实施(1998 年和 2004 年)之前均不显著，通过了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在政策实施后，“区域一体化 i”的回归系数

渐进显著为正，表明前期的区域一体化对企业绩效提升的促进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但滞后期趋于缩短;“第二次扩容”样本中，

“区域一体化 i”的回归系数在 1996—1997年依然不显著，但在政策实施(2011年)之前的其他年份多数显著为正，表明自 1997

年第一批城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之后，后期的区域一体化在促进企业绩效提升方面萌发了预期效应。从动态效应

回归结果来看:“区域一体化 i”在政策实施后基本上显著为正(除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表现出阶段性的回调外)，从总体上看，加

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对企业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存在逐渐增强的良好势头。 

4．行业异质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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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对企业绩效提升的促进效应是否具有行业异质性，根据二分位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标准，将样本企业划分为 31个行业，分别进行估计分析，整体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 6。农副食品加工业等 4个

行业与基准回归结论保持一致，食品制造业等 9个行业“区域一体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其他 18个行业“区域一体化”的

回归系数不显著。回归结果较为分散的原因可能是，整体样本企业所在城市涉及的区域包括上海周边、苏北、浙西和安徽，区

域比较优势和产业发展导向的差异性较大。因此，按照政策时点分批次考察政策效应的行业异质性可能更有价值。 

表 6整体样本的行业异质性检验 

行业代码 区域一体化 控制变量 城市和时间效应 F检验 R2 样本数量 

13 0.0203***(3.54) 控制 控制 263.57[0.0000] 0.3353 37701 

14 -0.0211**(-2.16) 控制 控制 93.25[0.0000] 0.3445 12848 

15 0.0114(0.88) 控制 控制 57.87[0.0000] 0.3123 9246 

16 0.0022(0.05) 控制 控制 8.69[0.0000] 0.6191 293 

17 0.0034(1.00) 控制 控制 999.44[0.0000] 0.3292 146697 

18 0.0121**(2.14) 控制 控制 455.08[0.0000] 0.3427 62915 

19 0.0103(1.46) 控制 控制 245.37[0.0000] 0.3936 26913 

20 -0.0072(-0.77) 控制 控制 223.52[0.0000] 0.4138 22871 

21 -0.0526***(-4.98) 控制 控制 96.31[0.0000] 0.3789 10802 

22 0.0059(0.90) 控制 控制 210.84[0.0000] 0.3800 24840 

23 -0.0032(-0.46) 控制 控制 145.56[0.0000] 0.3864 16481 

24 -0.0179**(-2.07) 控制 控制 168.75[0.0000] 0.3791 19417 

25 -0.0281(-0.98) 控制 控制 22.96[0.0000] 0.3476 2735 

26 -0.0128***(-2.99) 控制 控制 634.59[0.0000] 0.3772 75506 

27 0.0047(0.65) 控制 控制 123.30[0.0000] 0.3570 16060 

28 0.0077(0.48) 控制 控制 131.95[0.0000] 0.4059 12813 

29 -0.0075(-0.98) 控制 控制 175.67[0.0000] 0.4113 17668 

30 -0.0070*(-1.67) 控制 控制 552.25[0.0000] 0.4090 57528 

31 -0.0139***(-2.67) 控制 控制 392.27[0.0000] 0.3564 51085 

32 -0.0211**(-2.00) 控制 控制 160.91[0.0000] 0.3636 19787 

33 -0.0279***(-3.32) 控制 控制 163.79[0.0000] 0.3433 21688 

34 -0.0215***(-5.43) 控制 控制 676.83[0.0000] 0.3909 74959 

35 0.0062**(2.03) 控制 控制 1055.32[0.0000] 0.3968 115595 

36 -0.0049(-1.00) 控制 控制 433.83[0.0000] 0.3748 51,461 

37 0.0027(0.63) 控制 控制 476.73[0.0000] 0.3949 52673 

38 -0.0387(-0.83) 控制 控制 125.20[0.0000] 0.4033 8754 

39 -0.0279***(-5.63) 控制 控制 779.46[0.0000] 0.4165 72137 

40 -0.0072(-1.24) 控制 控制 404.30[0.0000] 0.3908 44822 

41 -0.0007(-0.08) 控制 控制 190.57[0.0000] 0.4068 19245 

42 -0.0101(-1.35) 控制 控制 178.04[0.0000] 0.3967 19022 

43 0.0671***(5.14) 控制 控制 43.99[0.0000] 0.3209 6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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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行业如下:农副食品加工业(13)，食品制造业(14)，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15)，烟草制品业(16)，纺织业(17)，纺

织服装、服饰业(18)，皮革、皮毛、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19)，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20)，家具制造业(21)，

造纸和纸制品业(22)，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23)，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24)，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

业(25)，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26)，医药制造业(27)，化学纤维制造业(28)，橡胶和塑料制品业(29)，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30)，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1)，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2)，金属制品业(33)，通信设备制造业(34)，专用设

备制造业(35)，汽车制造业(36)，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3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38)，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39)，仪器仪表制造业(40)，其他制造业(41)，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42)，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

修理业(43)。 

进一步对“第一批城市”“第一次扩容”和“第二次扩容”三个样本进行行业异质性检验，将分组回归后核心解释变量的

回归系数及其 95%置信区间绘制成二维图(见图 5):“区域一体化”的回归系数集中度明显提高，在大部分行业均显著为正，少

数不显著，个别显著为负。其中，“第一次扩容”样本中，只有“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和“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2个行业“区域一体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第二次扩容”样本中，“皮革、皮毛、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家

具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制造业”5

个行业“区域一体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一些附加值不高的制造业与长三角的比较优势和发展重

点不匹配，需要考虑向内陆地区转移产能;另一方面，随着长三角扩容步伐的加快，区域差异性愈加明显，样本企业所在城市产

业发展环境分化加剧，导致区域一体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行业异质性。 

5．调节效应检验 

借鉴张学良等(2017)的做法
[3]
，在基准模型中分别引入“区域一体化”与“企业规模”的交互项(区域一体化×企业规模)

和“区域一体化”与“与核心城市距离”的交互项(区域一体化×城市距离)，以检验企业规模和城市距离在区域一体化影响企

业绩效中的调节效应，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与核心城市距离”用样本城市与长三角核心城市上海之间距离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各城市与上海的距离通过百度

地图搜索得到(起点设为“××市人民政府”，终点设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基于整体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见表 7)，区域一

体化对企业绩效提升的促进效应总体上受到企业规模的正向调节(β'2>0，且 p<1%)和城市距离的负向调节(β'2'<0，且 p<1%)。

进一步对“第一批城市”“第一次扩容”和“第二次扩容”样本分别进行考察。 



 

 13 

 

图 5“第一批城市”“第一次扩容”“第二次扩容”样本的行业异质性检验 

从企业规模的调节效应来看:“第一批城市”和“第一次扩容”样本中，企业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β'2>0，且

p<1%)，即规模越大的企业其所在城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后绩效提升越明显;在“第二次扩容”样本中，企业规模

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β'2<0，且 p<1%)，即规模越小的企业，其所在城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后绩效提升越明

显。可能的原因是，区域一体化在前期对企业发展的政策红利存在门槛条件，在经济合作政策上也可能向大企业倾斜，且规模

较大的企业积聚资源和要素的能力更强，因而区域一体化对规模较大企业绩效的增进效应更强;随着区域一体化不断推进，政策

导向逐渐转向普惠性甚至开始向中小企业倾斜，而且大企业的辐射效应也开始显现并不断增强，因而中小企业可以在区域一体

化中享受到更多的政策红利，表现出更强的绩效提升效应。 

从与核心城市距离的调节效应来看:在“第一批城市”和“第二次扩容”样本中，与核心城市距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

(β'2'<0，且 p<1%)，所在城市与上海的距离越远，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对企业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越弱。也就是说，

只有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才会显著提升企业绩效。其中，在“第一批城市”样本中，该距离

的上限大约为 3173 公里，即 exp(0.0387/0.0048);在“第二次扩容”样本中，该距离的上限大约为 401 公里，即

exp(0.5550/0.0926)。在第二次扩容样本中，合肥距离上海最远，达到 463.8 公里(超过了 401 公里)，意味着其加入“长三角

城市经济协调会”可能并不会显著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这也说明，地方政府推动的区域一体化具有一定局限性，区域协调发

展还需要更高层面的政策安排，应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 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的出台标志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并将大力推进，这无疑会在更大范围更大力度上促进企业绩效提升和区域协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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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表 7企业规模和与核心城市距离的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整体样本 第一批城市 第一次扩容 第二次扩容 

(1) (2) (3) (4) (5) (6) (7) 

区域一体化 
-0.1725*** 0.0328*** -0.1755*** 0.0387*** -0.0481*** 0.2410*** 0.5550*** 

(-53.95) (6.92) (-34.67) (7.52) (-5.74) (21.97) (10.54) 

区域一体化× 0.0173***  0.0197***  0.0096*** -0.0216***  

企业规模 (55.79)  (62.62)  (11.55) (-21.19)  

区域一体化×与  -0.0065**  -0.0048***   -0.0926*** 

核心城市距离  (-8.10)  (-5.34)   (-10.3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检验 
8688.77 8623.80 7993.22 7910.90 3343.68 3283.79 3274.47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R2 0.3593 0.3576 0.3546 0.3522 0.3655 0.3681 0.3674 

样本数量 1131139 1131139 1062313 1062313 342570 327005 327005 

 

注:由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一次扩容只有台州一个城市，所以无法考察“第一次扩容”样本中与核心城市距离的

调节效应。 

五、结论与启示 

区域一体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企业空间布局，改善企业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强企业

竞争力，进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本文以企业所在城市是否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高度细化的企业微观数据，采用 PSM-DID 方法实证检验区域一体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该政策影响的

时间动态效应、行业异质性以及企业规模和与核心城市距离的调节效应，得到以下结论:(1)从总体平均效应来看，企业所在城

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对企业绩效提升具有显著且稳健的促进作用，表明区域一体化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政策效应

明显。(2)从动态效应来看，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对企业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趋于增强，但也会受国际金融危机等的

影响而弱化;后期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城市的企业表现出显著的预期效应，说明区域一体化对提升企业发展信心具有

积极作用。(3)从行业异质性来看，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对多数行业的企业绩效具有提升作用，但对少数行业(如一

些不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行业)的企业绩效有不利影响，同时大范围的扩容会强化区域一体化政策效应的行业异质性，因此区域

一体化需要基于各地区产业发展的优势和水平协同推进。(4)从调节效应来看，在区域一体化前期和后期，企业规模分别正向和

负向调节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对企业绩效提升的促进效应，反映出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变化及企业发展阶段的演进;与

核心城市距离始终负向调节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说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快推进

交通一体化可以强化区域一体化的政策效应。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在充分发挥区域一体化提升企业绩效的政策效应的同时，也应注意政策效应的多样化和多变化，

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实际，及时调整和优化相关政策，实现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区域一体化发展。进而提出以下政策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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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第一，加快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充分利用其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政策效应，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转

型升级。第二，区域一体化要重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以及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的协调发展，尽量平衡各地区和各类经济

主体之间的政策效应差异，尤其应增强对较落后地区和中小企业的政策效应。第三，区域一体化要与产业升级相协同，从整体

上规划好各地区的产业发展路径，既要科学布局与区域比较优势相匹配的产业项目，也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产能转移和功能疏解。

第四，实施多层次区域一体化战略，构建“多中心一体化”的城市群体系，通过次中心城市的发展弱化和消除与核心城市距离

对区域一体化政策效应的消减作用。第五，要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完善区域内运输网，通过交通一体化和信息共享

缩短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经济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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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 2020》,在全球参评的 190个经济体中,我国营商环境 2020年位列第 31位(上海的权

重为 55%),较 2018年和 2019年分别提升 15位和 47位。 

2 具体来讲,CSJit用企业所在城市是否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二元虚拟变量来衡量,如果在年份 t 加入,则 t+1 及

以后年份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这也是政策效应变量取值的惯常做法,即设定延后一年发挥作用。 

3“企业规模”为企业资产总计的自然对数,“资本密集度”为企业资产总计与年平均职工人数之比的自然对数,“企业年

龄”为(观测年份-企业开业年份+1)的自然对数,“负债率”为负债合计与资产总计之比,“资产结构”为固定资产与资产总计

之比,“盈利能力”为利润总额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融资约束”为利息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4 由于整体样本和“第一批城市”样本起始观测年份为 1996 年,而事实上政策效应起作用的年份为 1998 年,所以只能选取

1997年作为虚拟政策实施时间进行反事实检验。 

5 第一次扩容样本的“区域一体化”回归系数 p 值<5%的频数为 387,占随机抽样总次数的 77. 4%;第二次扩容样本的“区域

一体化”回归系数 p值<5%的频数为 204,占随机抽样总次数的 40. 8%。 

6 i=1996,1997,…,2013。当观测样本为被考察年份 i 的实验组企业时,“区域一体化 i”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同时,

为消除完全共线性问题,将“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的当年视作为基期并予以剔除。 


